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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差 异 与 思 想 分 歧∗

———《韩非子》与《孔子家语》“重文”现象研究

杨 　 玲

摘　 要：今本《孔子家语》和《韩非子》中有五组“重文”，其中有三组“重文”文本差异显著，相似度很低，这种显著不

同恰好与二书的思想分歧一致：具有明显儒家色彩的文辞，《韩非子》中均无；具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文辞，《孔子家

语》中均无。 另有两组“重文”文本差异极小，相似度很高，其所表现的思想恰为儒法两家所共持。 造成《韩非子》
与《孔子家语》“重文”的原因是它们使用了相同的源文献。 这批文献由韩非的老师荀子收集、整理，后辗转流传至

汉，成为《韩非子》《孔子家语》《说苑》等典籍共同的素材。 《韩非子》寓言有一部分是通过改编历史故事而成，其改

编的一般方法就是把所用历史文献中与法家思想不合的内容删除，增加符合法家思想的细节，同时有意增强其故

事性，通过一些细节说明它们与历史文献本貌的不同。
关键词：《韩非子》；《孔子家语》；重文；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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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家语》（以下简称《家语》）与周秦汉典籍

多有“重文”现象，学界对其与《说苑》 《礼记》 《新
书》《荀子》及相关出土文献的“重文”研究屡屡见

之①，但是关于《家语》与《韩非子》的“重文”研究却

很少。 即使是一些持《家语》乃拼凑而成观点的学

者，在论及《家语》所“抄袭”的典籍时也不会想起

《韩非子》。 这是因为《家语》与《韩非子》的“重文”
很少，只有五组，不过千余字。 但是，就研究价值而

言，这五组“重文”非常值得重视。 作为法家和先秦

学术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没有遭受焚书之厄，
流传有序，文本的真实性、可靠性非常高。 这就意味

着以它为“标准文本”②对《家语》进行“重文”比较

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更加客观、准确，这无论对

《家语》还是《韩非子》均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学术

价值。

一、三组低相似度“重文”的对读和分析

《韩非子》与《家语》的“重文”有《治国者不可

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饭黍啖桃》《不以容

言取人》五组，依相似度高低，可将其分为两部分：
《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三公问政》属于文

本差异显著、相似度较低的三组“重文”；《饭黍啖

桃》《不以容言取人》属于文本差异微小、相似度很

高的两组“重文”。 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对读分析。
１．《治国者不可失平》
《治国者不可失平》分别见于《韩非子·外储说

左下》和《家语·致思》③，同时还见于《说苑·至

公》。 《家语》和《说苑》的记述差异非常小，而《家
语》和《韩非子》的记述差别却很明显。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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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相卫，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所跀

者守门。 （１）人有恶孔子于卫君者曰：“尼欲作

乱。”卫君欲执孔子。 孔子走，弟子皆逃。 （２）
子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吏追不

得。 夜半，子皋问跀危曰：“吾不能亏主之法令

而亲跀子之足，是子报仇之时也，而子何故乃肯

逃我？ 我何以得此于子？”跀危曰：“吾断足也，
固吾罪当之，不可奈何。 然方公之狱治臣也，公
倾侧法令，先后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

之。 及狱决罪定，公憱然不悦，形于颜色，臣见

又知之。 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
此臣之所以悦而德公也。”（３）……孔子曰：“善

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 概者，平量者

也；吏者，平法者也。 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说明：引文中所标序号乃笔者所加，为突出构

成对比的内容，下同。）
《家语·致思》曰：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 俄而，（１）卫

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 刖者守门焉，
（２） 谓季羔曰： “彼有缺。” 季羔曰： “君子不

逾。”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

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既而追者罢，季
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

之足矣。 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

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

奈何。 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

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

君颜色，臣又知之。 君岂私臣哉？ 天生君子，其
道固然。 此臣之所以悦君也。” （３） 孔子闻之

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 思仁恕则树德，
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可以看出，《治国者不可失平》在《家语》和《韩

非子》中的中心环节相同，都是说孔子的一个学生

子皋（子羔）做狱吏时对一个违法者施刑，后来此人

有机会报复子皋，但他不仅没有报复，反而出手相救

危难中的子皋。 原因是他理解当初被施刑是自己罪

有应得，也是子皋为维护国家法律不得不为之。 但

在细节上，《韩非子》和《家语》的记述有诸多不同，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与《韩非子》相比，《家语》起首没有“孔子

相卫……”这句话。
第二，《家语》的记述中，事情的起因不是《韩非

子》所说的有人诬陷孔子，而是因为蒯聩之乱。 《说
苑校证》说：“孔子未尝相卫，子羔亦未尝为政，《家
语》虽晚出，于事未合。”④又就《韩非子》中所言“人
有恶孔子于卫君” 解释说： “乃孔悝之难传闻之

误。”⑤孔悝之难即蒯聩之乱。 由此可见，《家语》的
记述更符合历史事实。

第三，《家语》所记季羔逃跑过程比《韩非子》要
详细得多。 《家语》中，守门人先是让季羔翻墙以

逃，又让其钻洞逃跑，季羔都以君子耻于此类行为而

拒绝。 后来守门人让他躲到密室里，他才答应。 而

《韩非子》中对子皋（即季羔）的逃跑过程只一句“子
皋从出门，跀危引之而逃之门下室中”⑥完结。

第四，两书末尾均有孔子对子皋的评价，但评价

内容不同。 《家语》中孔子的评价是“善哉为吏，其
用法一也。 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

之，其子羔乎”。 《韩非子》中孔子的评价是：“善为

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 概者，平量者也；吏者，
平法者也。 治国者，不可失平也。”这个不同与上文

第三个不同鲜明体现出《家语》和《韩非子》思想上

的分歧。 季羔不肯逾墙、钻洞，是因为这种举动有失

君子风范，所以不为。 这体现出他在危急时刻仍不

忘维护君子尊严，是儒家士子的典型表现。 但《韩
非子》恰好没有这一段描写。 孔子对季羔行为的评

价体现的正是他对法治的看法：即使不得已要使用

刑罚，也不能忽略仁爱。 《韩非子》所引孔子评价表

现的则是韩非的法治思想：治国最重要的是公正公

平，而官吏执法就是公正公平的关键表现。 二者虽

然都是称赞子羔，但是《家语》侧重称赞子羔执法不

忘仁德，《韩非子》侧重称赞子羔执法坚持公平，不
因情害法。 此外，二书句式也明显不同。 《家语》的
句式多用语气词，读起来迂曲舒缓，与《论语》风格

很相似。 《韩非子》的句式对仗工整，简短有力，干
脆利索，正是典型的《韩非子》散文的风格。

２．《子路餐民》
《子路餐民》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家

语·致思》和《说苑·臣术》。 《家语》和《说苑》的

描述差别极小，与《韩非子》则有明显的细节不同。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的记述如下：

　 　 （１）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 鲁以五月起

众为长沟。 当此之为，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
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 （２）孔子闻之，
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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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为乃餐之？” （３） 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

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 所学于夫子者，仁

义也。 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也。
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 孔子曰：
“由之野也！ 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 女故

如是之不知礼也！ 女之餐之，为爱之也。 夫礼，
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

家，过其所爱曰侵。 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
子侵也，不亦诬乎！” （４） 言未卒，而季孙使者

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

役而飡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家语·致思》的记述如下：
　 　 （１）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
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 （２）
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 （３）子路忿然不说，往
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

民修沟洫以备之。 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

浆而与之。 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

也。 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 孔子

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廩以赈

之？ 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

之德美矣。 （４）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

矣。”
《韩非子》和《家语》关于这则故事记述的中心

情节依然相同，其不同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韩非子》说此事发生在季孙相鲁、子路

做郈令时，《家语》 所记则发生在子路为蒲宰时。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路治蒲的记载⑦。 《荀
子·大略》亦言：“晋人畏子路不敢过蒲。” 《家语·
辩政》亦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但子路为

郈令却史无记载。 《说苑校正》说：“《韩子》载此事

作‘为郈令’，非也。 《史·孔子世家》 《弟子传》皆

言‘为季氏宰’，郈乃叔孙氏邑，与季孙氏无涉。 而

《韩子》下文言‘季孙让之’。 尤为抵牾，当以本书

（指《说苑》）为是。”⑧《说苑》与《家语》的记述相似

度非常高，这就说明在细节真实上，《家语》 《说苑》
均胜于《韩非子》。

第二，孔子反对子路的做法，让子贡去阻止，对
此《家语》的描写非常简单，仅“使子贡止之”一句。
《韩非子》的描写则要具体生动得多，既有行为描写

“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又有言语描写“鲁君有

民，子奚为乃餐之”，通过言语行为的详细刻画来体

现韩非本人对子路僭越之行的反对和批评。
第三，二书中子路和孔子发生争论时所说话语

不同。 《家语》中，孔子只是说子路的行为有彰君

恶、显己德之嫌，同时教导子路，这件事情正确的做

法应该是提醒君主去赈济民众，而不是自己直接出

面去帮助他们。 虽然是批评，但孔子的言语并不激

烈，而是比较和缓。 《韩非子》中，孔子对子路的批

评则异常严厉。 他将子路的行为上升到不知礼、不
守礼的高度，而且还特别指出子路的行为有僭越之

嫌。 其中体现的正是《韩非子》对礼的认识和重视。
《韩非子》认为礼的核心内涵就是不逾越，不逾越不

仅仅指职权，还包括施恩，超出职责范围的施恩就是

夺爱，是一种变相的越权。 依《韩非子》的观点，越
权是为臣之大忌，是君主不能容忍的行为。

第四，二书对子路所为产生的结果记述不同。
《家语》中故事终止于孔子对子路的批评，至于是否

有人怪罪子路，文中没有描写。 《韩非子》中则是孔

子话未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已经赶到，对孔子及其弟

子大加指责，于是孔子离开鲁国，子路的行为导致了

严重后果。 这一情节恰和开头“季孙相鲁”首尾呼

应，故事结构完整紧凑。 将《子路餐民》和《治国者

不可失平》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它们在《家语》和
《韩非子》中的文本差异恰好与各自所属典籍的思

想倾向一致：《韩非子》中独有的内容表现的是法家

思想，《家语》中独有的内容表现的是儒家思想。
３．《三公问政于孔子》
《三公问政于孔子》见于《韩非子·难三》 《家

语·辩政》《尚书大传·略说》《汉书·武帝纪》《说
苑·政理》及《后汉书·崔骃列传》所载崔寔《政
论》。 《汉书》及《后汉书》所载没有详细故事情节，
只是寥寥数语把三公问政一事概括出来而已。 如

《汉书·武帝纪》：“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

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⑨ 《韩非

子》《家语》 《尚书大传》 《说苑》中的记述则对话详

细，情节完整。 《韩非子·难三》的描写如下：
　 　 （１）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政在

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政

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 仲尼曰：“政在

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

也。 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２）叶都

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
（３）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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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

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 （４）齐景公筑

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

曰政在节财。”
《家语·辩政》的记述如下：
　 　 （１）子贡问于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于夫

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于夫子，夫子

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

悦近而来远’。 三者之问一也，而夫子应之不

同。 然政在异端乎？” 孔子曰：“各因其事也。
（４）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
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

‘政在节财’。 （３）鲁君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愚

其君，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

臣’⑩。 （２）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心，莫

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 此三者所以

为政殊矣。 《诗》云：‘丧乱蔑资，曾不惠我师！’
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又曰：‘匪其止共，
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又曰：
‘乱离瘼矣，奚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
察此三者，政之所欲，岂同乎哉？”
二书记述的不同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开头部分不同。 《家语》开始于子贡的一

段回忆性发问：“昔者……？”《韩非子》则直接以三

公与孔子对话开始，对话结束，“三公出”，子贡才向

孔子提问。 很显然，《家语》的叙述更符合实际，《韩
非子》的叙述则更富有故事性。 楚国的叶公、鲁国

哀公、齐国景公同时“问政”于孔子史无记载，在现

实中也不太可能。
第二，《家语》和《韩非子》关于三公问政的顺序

刚好相反，对三公的称呼也不同。 《家语》中的问政

顺序是齐君、鲁君、叶公，《韩非子》中则是叶公子

高、鲁哀公、齐景公。 《说苑》、崔寔《政论》 与《汉

书》《尚书大传》所记问政顺序和对三公的称呼都与

《韩非子》相同（除《武帝纪》应是疏忽把叶公误为定

公之外）。 研究《说苑》《家语》与相关出土文献“重
文”的学者发现，《说苑》比《家语》更接近出土文献。
由此说明，在三公问政顺序和对三公的称呼上，《韩
非子》保存了文献原貌。 而《家语》的编纂者从儒家

礼的角度考虑，认为叶公非国君，所以特意称鲁哀

公、齐景公为鲁君、齐君以示区别。 从叶、鲁、齐三地

的位置来说，齐、鲁属中原之国，叶地属楚，是蛮夷之

国，因此不能把叶置于齐、鲁之前；就实力而论，齐最

强，鲁次之，叶地是叶公的食邑，又次之，所以《家
语》以齐、鲁、叶为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证《三公问政于孔子》的
诸书中，《家语》是典型的儒家典籍，但独尊儒术的

汉武帝在诏书中引用的《三公问政于孔子》却和《家
语》不同。 笔者以为这种不同正说明一个事实：武
帝时《家语》尚未编纂成书。 否则，以武帝对儒家思

想的重视不可能忽略这一儒家经典。 而《韩非子》
虽然在汉代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境地，但批判也是一

种宣传。 武帝应是从《韩非子》中看到《三公问政于

孔子》，进而概括引用到自己诏书里，使得《汉书·
武帝纪》中武帝所引《三公问政于孔子》的顺序及对

三公的称呼均与《韩非子》相同。
第三，当子贡问孔子，为什么针对三公提出的同

一问题，孔子的回答却各不相同时，《韩非子》和《家
语》所记孔子的解释明显不同。 《家语》中，孔子不

仅有直接、正面的回答，同时还引《诗》进一步肯定

自己的回答。 这是尤能体现儒家特点的一个表现，
《说苑》关于《三公问政于孔子》的记载也有这一部

分内容，而且与《家语》完全相同，但《韩非子》中没

有。 以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反对《诗》《书》教化，
《商君书》直接把《诗》列为六虱之一。 韩非虽然

师事荀子，偶有引《诗》之语，但总计也不过 ５ 次，而
且“基本上都是文中人物引《诗》，韩非子对所引之

《诗》的思想持批判态度……《韩非子》 中的引

《诗》，并不是作者借《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而是

用作攻击儒家学说的靶子”。 这与《家语》《说苑》
等儒家典籍引《诗》频繁，且引“诗”是为了进一步证

明、强化自己的观点恰好相反。 由此看来，《韩非

子》所记《三公问政于孔子》之所以缺少引《诗》一

段，应是有意删除的。
在解释为什么让叶公“悦近来远”时，《家语》

中，孔子给出的原因是“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

心，莫安其居”。 “荆之地”指楚国，此句是说楚国地

广，但国都很小，所以民有离心。 《韩非子》所记则

与《家语》恰好相反：“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
“叶都”指叶公的封地。 此句是说叶公的封地太大，
所以民众有向叶背楚之心。 历史上的叶公是楚国一

个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忠臣，他一心为楚，即使屡

建奇功、大权在握，亦无丝毫篡权之心。 叶公问政于

孔子，不仅《家语》中有记载，《论语》和《墨子》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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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 叶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国，不是有非分之

想，而是思虑如何把楚国治理得更好，所以这里的

“都”与“荆地”对应，指楚国都城。 楚地广博，而都

城太小，意即王权不够强大，所以民心涣散，因此孔

子开出的治国良方是悦近来远。 而《韩非子》中明

确说“叶都大而国小”，是把叶邑和楚国对应，认为

叶邑面积超出了礼制要求，分散了国君的势力，以至

于楚国显得小了，所以民有背楚向叶之心。 显然，
《韩非子》站在法家立场上理解叶公，习惯性地将其

看成了篡逆之臣，认为叶公向孔子问政，是为了加强

自己的权势，有篡权的野心。 《左传·隐公元年》有
“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

国之一”，韩非深谙此中缘由。 他在《爱臣》中说：
“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

也。”与这里讲的是同一道理。 所以，《家语》所叙，
是把叶公看作楚国的忠臣、功臣。 《韩非子》所叙，
则把叶公看成楚君潜在的威胁，因此下文韩非接着

反驳说，假如担心民众有背叛之心，依靠广施恩惠以

悦近来远解决不了问题，而要“咎叶公之明”。 在

韩非看来，叶公的贤明是夺君之势，是僭越，要消除

民众的“背心”，关键在于谴责、批判叶公的贤明。
在解释为什么要求鲁哀公“政在选贤”时，《韩

非子》比《家语》多了“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

者，必是三臣也”之句。 先秦典籍中“宗庙不血食”
“社稷不血食”与“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三种情

况均表示国家灭亡，国祚不继。 前两种说法典籍中

常见，第三种说法程度比前两种严重得多，典籍中比

较少见，但《韩非子》中出现两次。 除《三公问政于

孔子》之外，《十过》中有：“嗣子不善。 吾恐此将令

其宗庙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此外，《管子·小

匡》亦有：“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

扫除，社稷之不血食。 敢问为之奈何？”由此可见

法家人物对国家社稷的重视。 韩非认为，君王一旦

被臣子壅蔽，离国破人亡也就不远了，所以在此强调

此类大臣给国家和君主带来的危害之大。
在解释为什么建议齐景公“政在节财”时，《家

语》的记述是“齐君为国，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

伎乐，不解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
《韩非子》的记述是“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

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 为君者喜欢建造亭台楼

榭，流连于园林，沉迷于音乐，在韩非看来不是大错。
只要稳固掌握权势，娴熟运用御臣之术，国君即使纵

情享乐也不会影响国家治理和稳定。 所以，同篇中

韩非说：“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

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但是

“筑雍门，为路寝”则不同，这两个举动的危害极大，
不仅浪费钱财，更是威胁到国家政权和君主地位。

雍门，齐国城门，建于春秋。 战国时这里曾经酝

酿过一场政治风暴。 据《战国策·齐策一·田忌为

齐将》所言，齐国大将军田忌和成侯邹忌不合。 田

忌在前方与魏国打仗，三战三捷，邹忌听闻后，在国

内散布田忌造反的言论，使得田忌有国不能回。 孙

膑因此建议田忌兵不卸甲入齐，控制齐王，驱逐邹

忌，挽回颓势。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亦有相似

记载。 虽然此事发生在战国齐威王时期而非春秋

齐景公之时，但因雍门建造于春秋时，所以韩非就将

其与“为路寝”并提。 这里的“雍门”实际指代君王

常犯的一个错误：偏听偏信。
“路寝”是一座建于高台上的宫殿，它之于齐景

公是一个特殊的场所。 《晏子春秋》对路寝的建筑

过程和使用情况多有记述。 《谏下》说路寝的地基

打好后，景公与晏子外出，遇到一个叫逢于何的人，
告知晏子他的母亲去世，需要葬在 “路寝之台牖

下”，与其父合葬。 景公自然不同意，说道：“古之及

今，子亦尝闻请葬人主之宫者乎？”佞臣梁丘据也

说：“自昔及今， 未尝闻求葬公宫者也， 若何许

之？”景公和梁丘据都称路寝是“宫”，说明它不是

普通的观景台。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还有“齐侯

与晏子坐于路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 晏

子曰，敢问何谓”。 这里景公又称路寝是“室”，可见

路寝应是宫殿无疑。 但路寝不是一般的宫殿，而是

天子或诸侯讨论政事的地方。 《周礼·天官·宫

人》：“掌王之六寝之修。”郑玄《注》：“六寝者，路寝

一，小寝五。 ……路寝以治事，小寝以时燕息焉。”

由此可知，齐景公为什么会在这里和晏子讨论如何

抑制陈氏权力、如何让自己的子子孙孙世代拥有齐

国等重大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从《家语》的“奢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伎乐，不解

于时”到《韩非子》的“筑雍门，为路寝”，应是韩非抱

着申明其法家思想之用意有意做的修改。
最后说一说本组“重文”中《家语》的“千乘”、

《韩非子》的“三百乘”、《说苑》的“百乘”之间的关

系。 “千乘” “百乘”是两个常常连用的词语。 《孟
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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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韩非

子·爱臣》：“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

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

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由此可知，一个

国君再奢侈，也不会一天多次给予大臣千乘之家的

赏赐。 这不仅是财力问题，同时还关涉政权的稳固

与否。 所以《礼记·坊记》言：“故制国不过千乘，都
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

者。”这说明《说苑》所言“百乘”应是最符合事实

的。 《韩非子》所谓“三百乘”中的“三”是衍文，因
为下文紧接着又说“景公以百乘之家赐”。 据此，
《家语》之“千乘”应为后人所改。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三公问政于孔子》
在《家语》和《韩非子》中的差异也多与它们各自表

达的思想一致。 特别是《家语》引诗一段，尤能显示

其儒家特色。 而《韩非子》中这一则故事借助文辞

变化对法家思想的申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治国

不可失平》和《子路餐民》那么显明，但略加分析后

发现它并不逊于前两者。

二、两组高相似度“重文”的对读和分析

相比较上文所论三组“重文”，《饭黍啖桃》和

《不以容言取人》的相似度很高，差异比较小。 《饭
黍啖桃》是《韩非子》和《家语》中相似度最高的一组

“重文”。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记述如下：
　 　 孔子（１）御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
哀公曰：“（２）请用。”仲尼先（３）饭黍而后（４）
啖桃。 左右皆掩口而笑。 哀公曰：“黍者，非

（５）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
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 果蓏有

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 丘之闻也，君

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 今以五谷之长雪

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 丘以为妨义，故不敢

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家语·子路初见》的记述如下：
　 　 孔子（１）侍坐于哀公，赐之桃与黍焉。 哀

公曰：“（２）请食。”孔子先（３）食黍而后（４）食

桃。 左右皆掩口而笑。 公曰：“黍者所以雪桃，
非为（５）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 然夫

黍者，五谷之长，郊礼宗庙以为上盛。 果属有

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 丘闻之，君
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 今以五谷之长，雪

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 臣以为妨于教，害于

义，故不敢。”公曰：“善哉！”
从思想内容的对比来看，“饭黍啖桃”在《韩非

子》和《家语》中没有差别，都在强调贵贱上下等级

必须分明，不能逾越。 儒家以礼维护之，法家以法维

护之。 它们在细节上的不同相对于前三组“重文”
也要少得多，只是个别词语有所变换。 如《家语》中
的“侍坐”“请食”“食黍” “食桃”，在《韩非子》中分

别对应为“御坐”“请用”“饭黍”“啖桃”。 这些不同

没有引起思想上的变化，只是语言上变得更加准确、
生动。 但如果对这些词语做仔细辨别，仍能给我们

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譬如《家语》说到吃，只用

“食”一词，如“请食”“食之”“食黍”“食桃”。 《韩非

子》中表示“吃”的意思时，则分别使用了“用”“饭”
“啖”三个词，词语的变化明显丰富于《家语》。 从时

间上说，“食”是最早表现吃这一动作的词语，“饭”
出现得比“食”晚，大致在春秋晚期，因此《诗经》《尚
书》《左传》大量用“食”却无用“饭”之例。 《墨子》
《论语》中分别用“饭” ４ 例、６ 例，而且全部用作动

词。 《韩非子》中有 １１ 次用“饭”之例，而且其中有

了名词用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家语》 所记

《饭黍啖桃》应比《韩非子》早。
从词语的使用区别可以看出，《韩非子》中的用

词比《家语》丰富准确。 先秦时期，“食”的对象比

“饭”宽泛，“饭”主要针对五谷杂粮而言。 《家语·
饭黍啖桃》和《韩非子·饭黍啖桃》对“饭” “食”的
使用正与此吻合。 《韩非子·饭黍啖桃》中两次使

用“饭”字均与“黍”相连。 另外，《韩非子》中还出

现了“啖”，与其相连的是“桃”。 而“啖”作为吃时

的本义就是“咬吃硬的或囫囵吞整的食物”。 除了

“食” 和 “饭”，《韩非子》 中还有一个表示吃的词

“用”，它表示“吃”的含义时是婉辞，“请用”是鲁哀

公对孔子说的话，比起《家语》中的“请食”，显然前

者更符合哀公的身份。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
管《饭黍啖桃》在《韩非子》和《家语》中的记载没有

思想内容上的差异，但从字词上可知，《家语》的时

间更早，更质朴。 而《韩非子》所用词语不仅丰富，
而且在准确生动上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不以容言取人》是《韩非子》与《家语》中一组

被忽略的“重文”。 此组“重文”在两书中表达的思

想完全相同，都是强调不能以貌、以言取人，言辞上

二者差别也不大。 《韩非子·显学》的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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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

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 宰予之辞，雅而文

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 （２）故

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
失之宰予。”
《家语·子路初见》的记述如下：
　 　 （１）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
宰我有文雅之辞，而智不充其辩。 （２）孔子曰：
“里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以

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辞取人，则失之宰予。”
通过比对发现，《韩非子》比《家语》多了“仲尼

几而取之，与处久”几个字，少了“里语云：‘相马以

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之句。 前一个变化使《韩
非子》的行文更加详细生动。 “几而取之”是说孔子

初见澹台子羽、初听宰予之言时对澹台子羽产生极

好印象；“与处久”后，认识则发生截然变化，前后对

比明显，由此突出《韩非子》一向倡导的在实践中培

养、检验人才的观点。 《韩非子》中删除《家语》 “里
语云：‘相马以舆，相士以居，弗可废矣’”之句，是因

为增加“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这几个字后意思已

完整。 相比之下，《家语》的语言比《韩非子》要朴质

许多。 《韩非子》句式整齐，对偶非常工整，雕饰痕

迹明显，应该经过加工和修改。
这一组“重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论语》和

《史记》可知，《韩非子》和《家语》二书所记《不以容

言取人》中关于澹台子羽的事迹均有误，而且错得

完全相同。 陈奇猷先生由此认为《家语》此章本自

《韩非子》，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下文详论。
通过以上对《家语》和《韩非子》五组“重文”的

对读分析我们发现，《治国者不可失平》《子路餐民》
《三公问政》在二书中最显著的不同恰好与儒法思

想的分歧一致：凡是带有明显儒家色彩的文辞，在
《韩非子》中都没有；凡是带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文

辞，在《家语》中也没有。 《饭黍啖桃》宣扬的贵贱有

别思想、《不以容言取人》提倡的实践检验人才的标

准，是儒法两家都赞同的，恰好这两则寓言在二书中

文本的相似度也最高。 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以下

问题：《家语》和《韩非子》 “重文”的这种异同是怎

么形成的？ 为什么《家语》中尤能表现儒家观念的

细节在《韩非子》中恰好被省略？ 《韩非子》中尤能

表现法家观念的细节在《家语》中刚好缺失？ 《饭黍

啖桃》和《不以容言取人》表述的思想为儒法二家共

同所持，恰好它们在二书中的记述言辞差别也最小。
这些是偶尔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三、《家语》与《韩非子》“重文”产生的原因

裘锡圭先生论及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

“重文”现象产生的原因时说：“或者其中一种出自

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李学勤先生就《黄
帝书》与《管子·心术》的“重文”指出：“这种关系

的性质，不外有三种可能，就是：（一）《黄帝书》早于

《管子》，《管子》袭用《黄帝书》；（二） 《管子》早于

《黄帝书》，《黄帝书》袭用《管子》；（三）两者同时，
类似文句是出于学派相同，或系袭用同一来源。 最

后这种事例，在先秦以至汉晋古书中也是屡见不鲜

的。”具体到今本《家语》和《韩非子》的“重文”产
生的原因可细分为三种：一是《家语》 抄录 《韩非

子》，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了修改；二是《韩非子》抄录

《家语》，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了修改；三是《家语》和
《韩非子》使用了相同源文献，因而二者有相同之

处，《韩非子》或《家语》根据需要对源文献进行了修

改，因而二者又有相异之处。
从前文对五组“重文”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

《家语》关于《治国者不可失平》 《子路餐民》 《三公

问政于孔子》三章的记述没有前后矛盾或不合历史

事实之处，而在《韩非子》中，三者均存在与历史事

实明显不符的细节。 另外，关于 《三公问政于孔

子》，《家语》的记述比《韩非子》完整详细得多，这从

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家语》对这三则故事的记述

早于《韩非子》的依据。 从《不以容言取人》可以看

出《家语》的记述比《韩非子》更质朴，因此也可以证

明《家语》在时间上应早于《韩非子》。 最重要的是，
从上文对《饭黍啖桃》用词的分析来看，《家语》所记

比《韩非子》早毋庸置疑。 所以，不存在《家语》抄录

《韩非子》的可能。
那么《韩非子》抄录今本《家语》是否可能呢？

如果存在这一可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今本

《家语》成书早于《韩非子》，这就意味着《家语》是

先秦典籍。 但是笔者在前面已通过分析《三公问政

于孔子》一章在《家语》 《汉书》 《韩非子》中的不同

指出，《家语》的成书不可能早于汉代。 现今学术界

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得出相同或相近的结论：今本

《家语》中虽有产生于先秦的内容，但整本典籍的

形成不可能在汉代之前。 李学勤、胡平生、宁镇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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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哲之等学者均持此观点。
排除了前两种原因，《韩非子》 和《家语》 “重

文”产生的原因只能是第三种，即二者使用了相同

文献。 如此一来，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并解决以下问

题：这些文献从哪里来？ 韩非如何看到？ 《家语》的
编纂者又如何看到？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

能从根源上知晓《韩非子》和《家语》 “重文”的原

因。 而要解开以上谜底，关键在韩非的老师、孔孟之

后重要的儒学大师荀子。
孔子一生学术造诣深厚，门人弟子众多，身后声

名远扬，是先秦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因

此，各派学人动辄引用孔子言语论证自己的观点，其
中难免附会造假。 日积月累，孔子言论越传越多，真
假难辨。 荀子是战国末期有意识收集、辨析、整理孔

子及其弟子文献第一人，他不仅传承发扬孔子学说

和思想，同时还把维护孔子言论的纯粹和正确视为

己任。 荀子已关注到孔子言论的辨伪问题， 《荀

子·儒效》篇中说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有人对

荀子说：“孔子曰：‘周公其盛乎！ 身贵而愈恭，家富

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孔子一向尊崇文王和周

公，因此这段话乍看为孔子所言无误，但荀子却不这

么认为。 他结合历史，详细分析考辨后得出结论：这
段话不是孔子说的。 《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对子

思和孟子“制造”孔子言论的做法给予严厉批判：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
见杂博。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

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案饰其辞而祇敬

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子思唱之，孟轲和

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

受而传之。

这些举动一方面说明荀子已着手辨析真“孔子

言”和假“孔子言”，另一方面说明荀子已收集、过目

了相当数量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资料。 如没有这

一前提，辨伪、批判、弘扬等围绕着孔子及孔子弟子

言行进行的活动均无从谈起。
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曾在战国学术最发达、百家

争鸣的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生活过，而且三为稷下祭

酒，因此有条件获得大量孔门文献。 韩非作为荀子

的学生，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荀子手中拥有的这批

文献的受益者。 首先，韩非受老师的影响，自己也有

意识地收集整理文献，从而有了现存先秦诸子典籍

中最为典型、成熟的文本《韩非子·说林》上下篇和

《储说》系列。 其次，正是借助荀子手中丰富的儒家

文献，韩非才得以梳理出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的发

展脉络，总结得出早期儒家学派内部分化的结论：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
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孔门弟子都认为自己

这一派得到了孔子学说的真传，但其取舍、宗旨却完

全不同。 如果没有全面丰富的儒家文献做依托，很
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最后，荀子手中的儒家文献成

为韩非的创作素材。 韩非从中选择和自己思想观点

吻合的文献，或直接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如《啖黍食

桃》），或言辞上略加修改后使用（如《不以容言取

人》）。 对于那些观点有用但使用时不够贴切的文

献，韩非就根据需要进行改编后再融入自己的文章，
《治国者不可失平》 《子路餐民》 《三公问政》等即

是。 从《韩非子》和《家语》的“重文”来看，韩非对

儒家文献的改编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增删，把带有明显儒家色彩的语句删去，同

时增加具有法家色彩的内容。 如《治国者不可失

平》中，韩非直接删去了刖跪者引导子羔逃脱追捕

的过程。 《三公问政于孔子》中，韩非直接删去引

《诗》议论部分，增加“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

者，必是三臣也”句，又改《家语》的“奢乎台榭，淫于

苑囿，五官伎乐，不解于时”为“筑雍门，为路寝”。
《治国者不可失平》中，韩非还把孔子评价的侧重点

由源文献对儒家仁恕的肯定，巧妙地改为法家对公

平的倡导。 这种做法在先秦诸子乃至汉代典籍中较

为常见。 如《论语·微子》和《庄子·人间世》都记

载了孔子游楚时见楚狂接舆一事，但两者有显著不

同。 《庄子》比《论语》增加了“天下有道，圣人成焉；
天下无道，圣人生焉……”一大段话。 这部分内容

具有鲜明的庄文风格，应是庄子在《论语》基础上为

了满足自我表达的需要所做的增补。 又如司马迁在

撰著《史记》时为了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也常

常把前代著作中的内容通过改笔、留白、补笔、缀合

等方式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史记·扁鹊仓公列

传》中最能表现扁鹊神医技能的三个医案就是这一

方法的具体体现。
二是有意通过与历史事实不符的情节，增加所

述内容的故事性，突出故事的虚构性，使其与文献原

貌———真正的历史事实区别开来。 譬如《治国者不

可失平》开篇有意虚构“孔子相卫”之事，使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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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由子羔变为孔子，一方面可以借助孔子的名气

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与结尾孔子对季羔的

评价相呼应，同时也提醒读者，这是寓言故事，而不

是历史史实。 同样的做法也体现在《子路餐民》中。
这个故事开篇即把原来的“子路为蒲宰”改为“季孙

相鲁，子路为郈令”，而实际上子路从没做过郈令，
而且郈是叔孙氏的封邑，与季孙无涉。 《三公问政

于孔子》中“三公出，子贡问”一句也提醒读者这是

寓言故事，而非历史。
韩非是一个写作态度认真的学者，他不会无缘

无故混淆寓言故事和历史史实。 孔子是韩非重视的

一个历史人物，《韩非子》一书中，孔子出现四十余

次，韩非有时批驳他，有时又称他为圣人。 这是因为

虽然孔子的某些观点不被韩非认同，但也有一些观

点，如君臣观念、等级观念，给了韩非很大启发，被他

汲取融入自己的法家思想中。 韩非师事荀子，不可

能连孔子和声名卓著的孔门弟子如子路、子贡的基

本经历都搞不清楚。 孔子是否在卫国为相，子路是

否在郈为官，子贡是否见过三公同时问政于孔子，诸
如此类的事情对于博学多才的韩非来说不可能搞

错。 所以，韩非笔下此类“错误”是他把一般的历史

故事改编为解说、论证法家思想的寓言故事的需要。
《韩非子》中《子路餐民》的结尾，孔子话音未落，季
孙的使者即到，首尾呼应，与《家语》相比，故事情节

更加完整，改编痕迹非常明显。 有时，通过改编可以

使词语更加准确丰富。 这点在《啖黍食桃》中体现

得最显著，前文已论，此不赘。
公木先生曾指出，《韩非子》中的故事大体有三

个来源，其中一个就是加工改造历史故事转化为寓

言。但因为学界对韩非为何要改造加工历史故事

以及如何改造加工等问题探讨有限，这一观点没有

得到重视，甚至受到质疑和否定。 譬如廖群先生就

认为《韩非子·说林》 《储说》中的寓言故事是经过

改造和加工而成的观点是错误的，“《说林》 《储
说》中出现的与他书所载故事相同却又有种种差异

的情况，很可能是来源不同所致”。 客观而言，
《韩非子》中的确存在小部分直接采自“说体”故事

的寓言，但大部分应是韩非改编历史故事而成。 假

如《韩非子》中的寓言完全采自现成的“说体”故事，
那么，就《韩非子》与《家语》的“重文”来说，这些

“说体”故事怎么就那么凑巧，刚好与韩非的法家思

想吻合？ 而《家语》中的相应故事又刚好与儒家思

想一致？ 这是无法解释通的。
韩非在老师荀子处见到了一批内容丰富的儒家

文献，他根据需要将其改编后用到自己的创作中，那
么《家语》的编纂者又是如何见到荀子收集的这批

儒家文献的？ 这又要回到荀子那里。 秦昭王时，荀
子应邀入秦，与秦昭王讨论儒学的用途。 他对秦

国淳朴的民风、井然有序的政治称赞有加，发出“秦
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的感慨。 但同时荀子也

发现，因为儒学的缺席，秦国存在致命弱点，与它称

霸天下的目标还有很远距离。 为了弘扬儒学，帮助

秦国实现愿望，荀子把自己收集的儒家文献送给了

秦昭王。 此即《家语·后序》（又称孔安国《叙录》）
所言：“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
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

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正因为如此，在信奉法家

学说的秦国，官方拥有、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儒家文

献。 嬴秦统一六国后，李斯上书建议秦始皇：“臣请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杂烧之。”可以

看出，这一政令主要是针对民间藏书而言，官方藏书

并不在焚烧之列。 所以，荀子带来的这批儒家文献

作为“百家语”之一种得以幸存，辗转传至汉代。

在汉初重视文化、儒家思想荣登庙堂的背景下，整理

儒家文献再次提上日程，《家语》应时而生，其编撰

基础就是荀子贡献给秦昭王的那批文献。 至此，荀
子收集整理的儒家文献成为《韩非子》和《家语》共
同的素材库，二书因此产生“重文”。

我们还可以用前文已分析的第五组“重文”《不
以容言取人》中的一个细节进一步证明上述结论。
《韩非子》和《家语》中关于澹台子羽的事迹记载有

误，而且二书居然错得完全相同，都认为澹台子羽貌

美，但言行低俗、品质低下，以至于孔子发出以貌取

人不可靠的感慨。 但是《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

列传》 中所记却恰恰与此相反。 《论语·雍也》
记载：

　 　 子游为武城宰。 子曰：“女得人焉尔乎？”
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 非公事，未尝

至于偃之室也。”

孔门弟子子游在武城做地方官，孔子问他有无

发现人才，子游高度评价了澹台灭明。 《史记·仲

尼弟子列传》记载：
　 　 澹台灭明，武城人，字子羽。 少孔子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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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状貌甚恶。 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 既

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

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

施乎诸侯。 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台灭明相貌丑陋，孔子初见不甚喜欢，但后来

却发现他很有君子之德，由此感慨“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史记索隐》还专门引用《家语》以说明《史
记》与《家语》关于澹台灭明记载的不同。 《史记

正义》引《括地志》又说：
　 　 《注水经》云：“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

河，阳侯波起，两蛟夹舟。 子羽曰：‘吾可以义

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 蛟死，乃投璧于

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亦无怪意。”

从中可以看出，澹台灭明是一个不惧强势、正直

勇敢的儒士。 尽管这段话民间传说的意味很浓，但
传说往往有其现实基础。 而且澹台灭明能入孔门七

十二贤弟子之列，其操守应该不差。 综合以上论述

可知，《家语》与《韩非子》的记载是错误的。 上文已

论《家语》和《韩非子》之间不存在互相抄录的可能，
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它们使用了相同文献，源文

献记载有误，因此二书也就跟着都错了。
当然，从荀子收集的文献中受益的不仅仅是

《韩非子》和《家语》，荀子自己著书立说时也从中选

取素材，《说苑》的形成也得益于这批儒家文献。 因

为《荀子》 《家语》 《说苑》均属于儒家典籍，《韩非

子》属于法家，儒法观念上的冲突使《韩非子》与《家
语》的“重文”远远少于《荀子》与《家语》、《说苑》与
《家语》的“重文”。 又因《家语》内容与孔子相关，
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汉魏时期，孔氏后人自认为肩

负传承孔子学说的重任，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润色，使
得《家语》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李学勤先生说：“今
传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家语》，很可能陆续

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
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这是很有道理

的。 而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阜阳汉墓一号木牍

章题、上博简《民之父母》等出土文献之所以与《说
苑》而不是《家语》更接近，也与此不无关系。 《说
苑》受到的关注少，改动也就小，因而更完好地保存

了文献的原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今本《家

语》和《韩非子》“重文”的原因是它们使用了相同的

文献。 这批文献由韩非的老师荀子收集、整理，后辗

转流传至汉，成为《韩非子》 《家语》 《说苑》等典籍

共同的素材。 《孔子家语》的形成不可能早于汉代，
汉初成书的可能性较大，其后很长时间一直处于改

动、增补中。 《韩非子》寓言有一部分是通过改编历

史故事而成，其改编的一般方法就是把所用历史文

献中与法家思想不合的内容删除，增加符合法家思

想的细节，同时有意增强其故事性，通过一些细节说

明它们与历史文献本貌的不同。

注释

①“重（ｃｈóｎｇ）文”本是文字学上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异体字。 《辞
源》（修订本）：“凡字音义俱同，而形体不同者，古谓之重文。”后引申

特指不同典籍中相近相似的内容。 “重文”现象古人已注意到，如汉

代郑玄指出《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内容相近（参见阮元

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３５２ 页）；明
代朗瑛《七修类稿》卷二三《辩证类·秦汉书多同》专就“重文”现象

进行议论（上海书店，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７ 页）。 今人郑良树《诸子著作年

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一书中有《从重文的关系，论
〈列子·黄帝〉的流传》 《从重文的关系，论〈列子·说符〉的流传》
等。 ②关于“标准文本”概念，参见冯国栋：《“活的”文献：古典文献

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③本文所引《韩非子》
文均出自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所引《孔子家语》文均出自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
鲁书社，２０１３ 年）。 后除非需要，不再一一出注。 ④⑤⑧向宗鲁：《说
苑校证·至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３、５４ 页。 ⑥故

事的主要人物在《孔子家语》中是季羔，在《韩非子》中是子皋。 季

羔、子皋实一人，指孔子学生高柴，字子羔、季羔。 子皋应是“子羔”
读音之误。 这类例子在《家语》和《韩非子》中还有。 如《韩非子·显

学》中的孔子弟子“宰我”，《家语》则称“宰予”。 “我” “予”意同。
所以，这一不同可以忽略。 ⑦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子
路为蒲大夫”。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１９３ 页。 ⑨班固：《汉书·武

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７３ 页。 ⑩孔子对鲁君所言，在《韩非

子》中是“政在选贤”，在《家语》中是“政在谕臣”。 俞樾说，“谕”是
“论”字之讹，“论臣”即“择臣”，犹“选贤”。 《尚书大传》正作“政在

于论臣”（向宗鲁：《说苑校证·政理》，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５４
页）。 这类不同对文本内容的表达没有影响，可以忽略。 《商君

书·靳令》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称为“六虱”。 曾小梦：《先秦典籍引〈诗〉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３５ 页。 王先慎把“恐民有背心”改为“叶
民有背心”，陈奇猷的做法与此相同。 这实际是理解上的错误，历史

上的叶公本就深受叶民拥戴，在《韩非子·三公问政》中，既然“叶都

大”，说明叶公势力强，叶民怎么可能背叛叶公？ 要说背叛，应是楚

国其他地方的民众背叛楚君，投靠叶公。 同理，“不咎叶公之贤明”
句，凌本和迂评本均作“咎”，诸多注家改“咎”为“绍”，以通“昭”。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中把“不昭叶公之明”解释为“不启明叶公之

明察”，显然是把叶公当成被蒙蔽的君主，不仅与历史上的叶公不

符，而且也有违韩非的思想。 黎翔凤：《管子校注·小匡》，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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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３９６ 页。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９０７、９０７、１１３８、１１２４—１１２５ 页。 参见诸祖

耿：《战国策集注汇考·齐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第

５０２—５０５ 页。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忌听闻邹忌构陷于己，
于是率领其徒袭攻临淄，寻找邹忌，最终不胜而出奔。”《晏子春

秋·内篇谏下》，齐鲁书社，１９９１ 年，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周礼》卷六

《天官·宫人》，载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６７５
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２ 页。 杨天宇：
《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６７６ 页。 参见黄斌：
《“饭”字词义及其演变》，《湖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李小平：
《动词“吃”替代“食、饭”历时小考》，《云梦学刊》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载《中
国出土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９６ 页。 李学勤：
《〈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管子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 如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认为：“此书为王肃伪作，但系辑古书而

成。”又说：“人但知《家语》为伪书，不足取信，不知《家语》之伪惟在

著作人讬名，而不其材料之无价值。”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

辑，第 ２２ 页）董丽晓《〈孔子家语〉与〈荀子〉关系考论》（曲阜师范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 年）认为《家语》与《荀子》 “重文”的章节，大
多数早于《荀子》。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
第 １３４、１１７、３０３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非十二子》，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第 ９４—９５ 页。 关于《非十二子》中“子思、孟轲”条是否附

益，郑良树《诸子书著作考》中《〈荀子·非十二子〉 “子思、孟轲”条
非附益辨》已有详细论述（北京国家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２８—２３８
页）。 此不赘。 陈鼓应：《庄子注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４０
页。 程苏东：《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

研究史为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参见杨玲：《文本

细读、春秋笔法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释疑》，《渭南师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３ 期。 公木：《先秦寓言概论》，齐鲁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１３６ 页。 廖群：《先秦说体文本研究》，中国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３５、３７ 页。 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７８ 页。 关于《家语·后序》的真伪，学术界长期存在争

议。 明人何孟秦、郎瑛及清人朱彝尊、姚际恒均认为《后序》及孔衍

上奏是伪作。 但也有学者对《后序》坚信不疑。 如认为《家语》作伪

的王柏，对《后序》却完全认可，并将其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 崔富

章通过梳理孔府谱系得出结论：“孔安国《叙录》所载不仅有档案文

献，更有亲历事实，岂是二百多年之后的王肃所能‘自为’的？”“孔衍

上书，跟孔安国叙录都是从源头上研治《孔氏家语》的重要文献。”
（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孔子家语〉篇发疑》，《文献》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胡平生认为，“孔序关于孔子言论流传的陈述，如非亲闻亲历，
恐难杜撰”（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
第 ７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５４３ 页）。 张固也、赵灿良通过

考察今本《孔子家语》的编排方法认为，“今本编排方法与孔序所述

如此吻合，决不可能是王肃伪撰”（张固也、赵灿良：《从〈孔子家语·
后序〉看其成书过程》，《鲁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司

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５５、２２０６、２２０５—２２０６ 页。 
所以《孔子家语·后序》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
诸子同列，故不见灭。”这里的“故”应表转折，是“却”的意思。 钱

穆：《论语新解·雍也》，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 李

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８６ 页。
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０４ 第 ５ 期）、《由〈民之父母〉与定州、阜阳

相关简牍再说〈家语〉的性质及成书》（《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

编》，上海书店，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７７—３１０ 页）、《读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

与〈孔子家语〉相关章题余札》 （《中国典籍与文化》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等系列论文，以及福田哲之《中国出土古文献与战国文字之研究》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６—１１２ 页）均论及此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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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ｙ Ｈａｎ Ｆｅｉ Ｚ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ｇ Ｚｉ Ｊｉａ Ｙｕ ｈａ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ｒｔ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Ｘｕｎ Ｚｉ，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ｏｆ Ｈａｎ Ｆｅｉ．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ｎ Ｆｅｉ Ｚｉ， Ｋｏｎｇ Ｚｉ Ｊｉａ Ｙｕ ａｎｄ Ｓｈｕｏ Ｙｕａｎ．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Ｈａｎ Ｆｅｉ Ｚｉ ｗｅｒ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ｔ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ｏ ｄｅ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ｎ Ｆｅｉ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 ｆ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ｎ Ｆｅｉ Ｚｉ； Ｋｏｎｇ Ｚｉ Ｊｉａ Ｙｕ；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ｘｔｓ； ｆａ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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